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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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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洛水河床在隋唐洛阳城筑建前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化，并非是筑城时将其改道，使

其贯都。隋唐大运河洛阳段最初主要是利用自然河流洛水，漕渠开通后，其漕运功能代替了
洛水，成为运河的一部分。储藏通过运河运来的租粮的含嘉仓，其筑建年代在高宗、武则天
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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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炀帝在位期间，开凿了世界上最长的人工

河流———隋唐大运河。隋唐大运河由永济渠、通
济渠、邗沟和江南河四段组成，沟通了海河、黄
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成为沟通南
北的大动脉。唐代诗人皮日休把大运河的开凿同
大禹治水相提并论。［1］由于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
所起的作用巨大，2006 年两会期间，58 位全国
政协委员联名提案，建议从战略高度将大运河申

报世界文化遗产。2006 年 12 月，国家文物局把
中国大运河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。
在此背景下，相关省市都在积极地进行大运河申

遗的准备工作。在梳理洛阳境内有关大运河的资
料时，我们发现，大运河申遗不仅要做大量的准

备工作，而且有的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，本文就

与大运河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，敬请指正。

一、洛水改道问题

据北魏郦道元《水经·洛水注》记载: 洛水
发源于上洛县 ( 今陕西洛南县) ，东北流，经卢

氏、洛宁、宜阳三县 ( 在宜阳县有枝渎左出) ，
进入洛阳境内，洛水和枝渎经三王陵南，枝渎东

北流入谷水，洛水东北流，过汉河南县南，再向

东过洛阳县南，伊水在此处从西面汇入洛水，又

东过偃师县南，再东北流，过巩县东，向北流入

黄河。
《水经注》记载的这条洛水与现在流经隋唐
洛阳城遗址的洛河是否是同一条河流? 20 世纪

90 年代，方孝廉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结合现在的
地形情况，对洛阳市以南东西近 100 公里、南北
近 5 公里的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，在六个地点进
行了考古钻探。结合在关林皂角树遗址发掘所见
古河道的情况和二里头等遗址以及古代墓葬的分

布等情况，得出以下初步结论: 现在的洛河，其

走向与隋代所开通济渠的走向是一致的，也就是

说，今洛河就是古代的通济渠，是人工开挖的运

河，而非天然河道; 隋代以前，洛水的走向是由

宜阳县进入洛阳市境内后，经周山、三王陵南，
再经隋唐洛阳城南东去，［2］而非如 《唐六典》所
载: 隋唐洛阳城 “前直伊阙之口，北依邙山之
塞，东出瀍水之东，西出涧水之西，洛水贯都，

有河汉之象焉”。
起初，笔者对方先生的观点也深以为然。随

后，我们在考古工作和查阅有关资料时，发现这

种说法值得商榷。
我们在发掘隋唐洛阳城外郭城正南门———定

鼎门遗址时，发现门址南北两侧的隋代道路下面

均为厚约 50 厘米的黄土，黄土十分纯净，黄土
下面为卵石和泥沙等河道堆积。在对南市遗址钻
探时，发现距今地表 3 ～ 4 米的堆积层下也有卵
石堆积。随后，我们走访了隋唐洛阳城遗址上的
一些村庄。据介绍，董庄、赵村和茹凹等村居民
在打井挖坑时，也都发现有卵石堆积，卵石距地

表深 1. 5 ～ 4 米不等。这些现象说明: 今洛河以
南，在地下普遍存在着卵石堆积，而不仅仅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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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洛阳城遗址南侧存在。因为，伊洛盆地本来
就是由伊、洛河冲积而成。营建洛阳城前这里的
地貌如何呢? 据唐韦述《两京新记》记载: 隋炀
帝在营建洛阳城前考察地形时，站在北面的邙山

上，南望伊阙，回头问到: “此龙门耶? 自古何
为不建都于此?”从隋炀帝对拟建东都城的位置
极为满意这一点可以看出，当时，邙山和龙门山

之间，除了一条洛水之外，视力所及，当是一片

沃野，而非成片的乱石。这些卵石应该早在隋代
以前就已经存在，隋建洛阳城前，大多已被黄土

覆盖。
方先生认为: “洛水贯都，有河汉之象”是

唐代人的说法，在隋和唐初的文献中不见，因

此，“则将存在洛水原不曾穿 ( 隋唐洛阳) 城东
流的可能性”。
洛水贯都的说法，在唐初的文献中是有记载

的。专记隋炀帝大业年间史事和传闻的 《大业杂
记》记载: “东都大城，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
步，西拒王城，东越瀍涧，南跨洛川，北逾谷

水。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，南北七里。 ( 宫) 城
南、东、西各两重，北三重，南临洛水。”明确
说明洛阳城是跨洛水而建的。
方先生认为: “《大业杂记》虽专记大业年

间的事物，但作者杜宝为唐人，生卒年代不详，

恐不会比魏征等更早，所记也不会比魏征等更可

信。”关于杜宝和他的《大业杂记》，辛德勇、霍
宏伟等先生都曾著文加以考证，指出: 杜宝在隋

炀帝时期为学士宣德郎，唐贞观时期为秘书省著

作局著作郎，撰写《大业杂记》的主要目的是补
《隋书》之不足，成书年代应早于唐神龙元年
( 705 年) ，《大业杂记》对于研究隋代历史价值
极高。［3］

隋代薛道衡的《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》
中有“京洛重新年，复属月轮圆……万方皆集
会，百戏尽来前。临衢车不绝，夹道阁相连。惊
鸿出洛水，翔鹤下伊川”的诗句，诗中描写的是
月圆之夜洛阳城内戏场的情况。另外，隋炀帝的
《冬至乾阳殿受朝》中有 “新邑建嵩岳，双阙临
洛阳”的诗句，因为乾阳殿是隋洛阳城宫城中的
宫殿，所以诗中的“双阙”当指宫城正门应天门
( 隋称则天门) 外的东西两阙，诗中的 “洛阳”
即洛水之阳。从隋代的诗文中不难看出，当时即
称洛河为洛水。

在聂湾村西、今洛河东岸进行考古发掘时，
发现一条汉代的道路，道路西侧呈坡状下斜，根

据地形分析，这条道路应该是沿洛河东岸的一条

滨河路，也就是说，最迟在汉代，洛水已改道至

今洛河的位置。改道后，有可能仍有部分水流从
后建的隋唐洛阳城的南面东流，隋代对其进行疏

导整治而成甘泉渠。［4］

因此，我们认为《大业杂记》的记载是可信
的，隋在营建洛阳城之前，洛水的位置与今洛河基

本一致，隋唐洛阳城是跨洛水而建的。文献关于漕
渠开凿的原因，也印证了这一点 ( 详见下文)。
段鹏琦先生指出: “从现状看，在洛阳附近，

洛河流向仍与《水经注》记载基本相符，唯自汉
魏洛阳城西南至偃师县南的今洛河道较故道北

移。据实地调查，汉魏时期的这段洛河河道，在
今偃师县佃庄和东大郊村南、西大郊和翟镇村北
的东西一线，北距汉魏洛阳南垣近 2 公里。”［5］

汉魏洛阳故城附近的这段洛河是何时改道

的? 我们认为，这与漕渠的开凿有关，改道后的

这段洛河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。

二、通济渠与漕渠和洛水的关系问题

关于通济渠，《隋书·炀帝纪》记载: 大业
元年三月“辛亥，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，开通
济渠，自西苑引谷、洛水达于河，自板渚引河通
于淮”。《大业杂记》则曰: 大业元年，“发河南
道诸州郡兵夫五十余万，开通津渠，自河起荥泽

入淮千里余; 又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十余万开邗

沟，自山阳渎至于扬子。入江三百余里，水面阔
四十步，通龙舟，两岸为大道，种榆柳，自东都

至江都二千余里，树荫相交”。通济渠渠首到底
是从“自西苑引谷、洛水”开始，还是从 “自
河起荥泽”开始? 我们认为，《大业杂记》之所
以把通济渠渠首放在 “自河起荥泽”，是因为从
黄河到淮河这一段全部是人工开凿的河道，比较

规整，而“自西苑引谷、洛水达于河”这一段，
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，不可能整齐划一。
苏健先生认为: 通济渠上段“起自东都洛阳

以西的西苑，引谷水 ( 涧河) 、洛水 ( 洛河) 贯
洛阳城，即在洛水北岸开一条漕渠，东出循周、
汉时开凿的阳渠故道，然后至偃师与鸿池相汇，

入于洛水”，洛水与通济渠是两回事。［6］实际情况
如何呢?

元《河南志·唐城阙古迹》记载: “漕渠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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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洛水和漕渠位置示意图

名通远渠。隋开。自斗门下枝分洛水，当洛水中
流立堰，令水北流入此渠，有余水然始东下。时
令官奴捺此堰，亦号蜀子堰。初隋炀帝以为水滩
洩多石碛，不通舟航，乃开此渠。下六十余里至
偃师之西复与洛合……又东流至景仁坊之东南，
有漕渠桥。大业初造，初曰通济桥，南抵通远市
之北西偏门，自此桥之东，皆天下之舟船所集，

常万余艘，填满河路，商旅贸易，车马填塞，若

西京之崇仁坊。”这段记载说明: 漕渠开凿的原
因是洛水通航不利，漕渠开凿后，因在 “洛水中
流立堰”，堰以下的洛水通航能力更加下降，基
本上不通舟船; 漕渠开凿后，成为了主要的航运

通道。从这段记载也可看出，穿过隋唐城的通济
渠主要是自然河道即洛水，而非新开之渠，因

为，刚开凿的河道内是不会“多石碛，不通舟航”
的。如果洛水航运通便，隋代是不会在其北面仅
约 500米处再开一条与其基本平行的漕渠的。
《大业杂记》记载: “( 大业二年) 四月，敕
土工监丞任洪则开东都漕渠。自宫城南承福门外
分洛水，东至偃师入洛，名通远渠。又迮洛水湍
浅之处，名千步陂，渚两碛东至洛口，通大船入

通远市。”这段记载说明了漕渠分洛水的位置在
东城的南门承福门外，即今洛阳南关附近。“通
大船入通远市”，当指沿漕渠西行。隋唐洛阳城
的皇城也称南城，与东城地位相同，也可以说，

东城是皇城的一部分，那么，东城的南垣应与皇

城的南缘平齐。实际情况是，东城的南垣较皇城
的南垣北缩，而非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其原因就是

修建东城时 ( 据元 《河南志》记载: 东城修建
于大业九年) ，引洛水的漕渠已存在，只好让开

而北缩。
综合文献记载，我们认为，通济渠上段最初

的走向如 《隋书》所载 “自西苑引谷、洛水达
于河”，基本上用的是洛水河道，此线路用了不
到一年时间，到大业二年改为从西苑所引之水至

东城南门承福门外北折，过一个里坊东流 ( 北折

后即为漕渠) 至偃师与洛水合流 ( 图一) ，然后

沿洛水故道入黄河。也就是说，《大业杂记》和
《河南志》关于漕渠的记载是可信的。当然，一
般的船只，没有特别许可，向西是不准过天津桥

的。
方孝廉先生认为，“隋通济渠的源头就在东

城南门承福门外，向西与皇城南城前的黄道渠相

接。也就是说西苑内的谷水和洛水是通过黄道渠
进入通济渠的”，通济渠、洛水和漕渠是一回事。
主要依据是没有找到漕渠遗迹。［7］

《大业杂记》记载: “出上春门，傍罗城南
行四百步，至漕渠。傍渠西行三里至通远桥，桥
跨漕渠，桥南即入通远市，二十门分路入市。市
东合漕渠。市周六里，其西内郡国舟船舳舻万
计。市南临洛水，跨水有临寰桥，桥南二里有丰
都市。”明确指出了洛水、漕渠和通远市的关系:
通远市南临洛水，北为漕渠，元《河南志》的记
载与此相同。
漕渠遗迹找不到的原因，笔者认为，由于洛

水与漕渠相距很近，漕渠通航能力减弱以至于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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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不具通航能力后，加上洛阳城的废弃，基本处

于无人管理状态，二者经过摆动，逐渐合二为一，

是很难分清楚的。汉魏故城以南至偃师商城遗址
南面的洛水故道，之所以能够区别开，是因为漕

渠开凿后，洛水的这一段逐渐断流而干涸。
运河所运货物当以粮食为主，隋唐洛阳城内

有含嘉仓城，《大业杂记》只说 “通大船入通远
市”，而不提含嘉仓，这是什么原因? 我们认为，
这是因为隋代还没有含嘉仓，含嘉仓的建造应该

是在唐代。

三、含嘉仓的年代问题

关于含嘉仓的筑建年代，有两种观点。一种
观点认为建于大业元年，即与隋唐城同时修

建;［8］另一种观点认为建于唐初。［9］我们认为，含
嘉城与含嘉仓城是两个概念，虽然两者的位置和

规模都相同，但含嘉城内无官仓，含嘉仓城内却

是官仓密布。含嘉城的修建要早于含嘉仓。
含嘉城筑建于何时，文献无明确记载。据元

《河南志·隋城阙古迹》记载: 隋唐城的东城筑建
于大业九年。而含嘉仓城的东西二垣与东城的东
西二垣分别在同一条直线上，两城中间为一隔墙，

因此，我们认为，含嘉城极有可能与东城同时筑

建，即大业九年，而非与隋东京城同时修建。
《大业杂记》记载: “东城门东街，北行三
里有含嘉门。门北即含嘉城，城北德猷门。出含
嘉城西，有圆璧门。”对于含嘉城的记载十分简
略，没有记载城内有仓窖，该书却有 “ ( 右掖门
街) 街西有子罗仓，仓有盐二十万石。子罗仓西
有粳米六十余窖，窖别受八千石”的记载，若含
嘉城内有大批粮仓，书中也应有所描述。
成书于唐初的 《隋书》，也只提含嘉城而不

提含嘉仓。《隋书·列传第三十六》记载: 元文
都欲除王世充，“事临发，有人以告充。充时在
朝堂，惧而驰还含嘉城，谋作乱”。《隋书·列传
第五十》记载: “李密与战，充败绩，赴水溺死
者万余人。时天寒大雪，兵士既渡水，衣皆沾
湿，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，比至河阳，才以千

数。充自系狱请罪，越王侗遣使赦之，召令还
都。收合亡散，复得万余人，屯于含嘉城中，不
敢复出。” 《隋书·食货志》记载 “始建东都
……新置兴洛及回洛仓”，没有提到含嘉仓。

记载“含嘉仓”较早的文献是成书于唐玄宗
开元年间的 《唐六典》。 《唐六典》卷三记载:
“凡都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，自含嘉仓转运以
实京之太仓。自洛至陕运于陆、自陕至京运于
水，量其递运节制，置使以监统之。”该书卷一
九记载: “皇朝置太仓令三人，东都则曰含嘉
仓。”
成书于五代及稍后的文献，如后晋时的 《旧

唐书》、北宋时的 《唐会要》和 《新唐书》等均
有含嘉仓的记载。 《旧唐书·德宗本纪》记载:
“ ( 贞元十四年十二月) 癸酉，出东都含嘉仓粟
七万石，开场粜以惠河南饥民。”《旧唐书·职官
志》记载: “凡都已东租纳含嘉仓，自含嘉转运
以实京太仓。自洛至陕为陆运，自陕至京为水
运，置使，以监充之。” 《旧唐书》记载隋末王
世充与李密交战事，则为“世充引军渡洛水，与
李密战，世充军败绩，溺死者万余人，乃率余众

归河阳。时天寒大雪，兵士在道冻死者又数万
人，比至河阳，才以千数。世充自系狱请罪，越
王侗遣使赦之，征还洛阳，置营于含嘉仓城，收

合亡散，复得万余人”，把 《隋书》中的 “含嘉
城”改作了 “含嘉仓城”，这是用撰写 《旧唐
书》时的名称叙述前朝故事。
在含嘉仓城内没有发现隋代刻铭砖，应该不

是工作做的少的原因，而是隋时含嘉城内根本就

没有粮仓。《贞观政要·奢纵》记载: “隋家贮
洛口仓，而李密因之; 东京积布帛，王世充据

之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五记载: “东都乏食，
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;

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，不可胜数…… 李密将入
朝，至温，闻元文都等死，乃还金墉。东都大
饥，私钱滥恶，太半杂以锡镮，其细如线，米斛

直钱八九万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六记载: “王
世充既专大权，厚赏将士，缮治器械，亦阴图取

密。时隋军乏食，而密军少衣。世充请交易，密
难之; 长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，劝密许之。先
是，东都人归密者，日以百数; 既得食，降者益

少，密悔而止。”这些记载说明，当时的含嘉城
内是不可能有大量存粮的，而大批仓窖的存在也

就不可能了。
含嘉仓城内开始作为大型官仓的时间应与新

潭开挖的时间接近，当在高宗、武则天时期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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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嘉仓 182 号窖内出土的 2 号铭砖上有调露年
号，［10］114 号窖内出土的 1 号铭砖上有永淳元年
十月纪年，［11］由此可以推测，含嘉仓的始建年代

是唐高宗时期，因为，高祖、太宗两朝，主要任
务是恢复经济，建设含嘉仓的可能性不大。
隋含嘉城内无粮仓 ( 即使有，数量也极有

限) ，那么，它的功能是什么呢? 从 “ ( 王世)
充时在朝堂，惧而驰还含嘉城”和 “ ( 王世充)
收合亡散，复得万余人，屯于含嘉城中”等记载
来看，我们认为，含嘉城在作为仓城之前有可能

是用来驻军的。
含嘉仓修建之前，大运河漕运至洛阳的货

物，粮食入兴洛仓和回洛仓等，其余货物供给市

场，主要是北市，因此，当时的北市十分繁荣。
含嘉仓修建之后，通过运河运来的粮食如何进入

含嘉仓呢?

四、租粮入仓问题

元《河南志·唐城阙古迹》记载: “( 漕渠)
东北流，至立德坊之南，西溢为新潭。长安中司
农卿宗晋卿开。”关于新潭的开营时间，《旧唐书
·食货志》记载: “大足元年六月，于东都立德
坊南穿新潭，安置诸州租船。” 《唐会要》卷三
记载: “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，改为长安”，因
此，二者出入不大。“以通诸州租船。四面植柳，
中有租场，积石其下，于上布土。潭立石柱，马
吉甫为其文，钟绍京书。后潭中水浅，租船不能
至……立德坊北街有泄城坊 ( 渠) ，自含嘉仓城
出，循城南流，至宣仁门南曲而东流，经此坊之

北，至东北隅，绕此坊屈而南流入漕渠”。
20 世纪 80 年代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
所洛阳唐城队勘探出隋唐洛阳城东城东墙外侧有

一条南北向水渠，宽约 25、深约 10 米。该渠从
含嘉仓城流来，沿含嘉仓城东墙而下，经东城东

墙外侧南流至宣仁门前，略向东弯折，向东南流

入位于洛河以北里坊区的新潭内。这与文献记载
的泄城渠是吻合的。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: 新潭
是运河漕运到含嘉仓城的中转码头，租船到新谭

后，要将租粮全部卸下，置于租场之上，再由官

船沿泄城渠运至含嘉仓内。因此，新潭左近 “天
下之舟船所集，常万余艘，填满河路”。而泄城
渠是大运河 ( 漕渠) 至含嘉仓城之间的重要粮运

通道。［12］《大业杂记》记载: 通济渠宽 40 步。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 《贝州》 “永济县”条下记
载: “永济渠，在县西郭内。阔一百七十尺，深
二丈四尺。”《资治通鉴·隋纪》记载: “ ( 大业
六年冬十二月) 敕穿江南河，自京口至余杭，八

百余里，广十余丈，使可通龙舟。”从以上记载
可以看出，最窄的江南河的宽度也在 30 余米以
上，泄城渠 25 米的宽度是否具备航运条件呢?
1999 年，在安徽淮北市濉溪县的柳孜发现了大
运河内的唐代沉船，经复原，一号唐船的船体总

长为 18. 97、总宽为 2. 58 米，经计算，船舶的满
载排水量为 13. 69吨，估计该船的载重量可达 8 ～
10吨。［13］从该船的复原尺寸看，泄城渠内通行比
该船宽一倍的船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
因为新潭和漕渠上常常舳舻万计，一旦发生

水灾，这些船只就首当其冲。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
记载: “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，瀍水暴涨，流
入洛漕，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，溺死者甚众。漂
失扬、寿、光、和、卢、杭、瀛、棣租米一十七
万二千八百九十六石，并钱绢杂物等。因开斗门
决堰，引水南入洛，漕水燥竭，以搜漉官物，十

收四五焉。……开元十八年六月乙丑，东都瀍水
暴涨，漂损 扬、楚、淄、德等州租船。”漂失的
租米应该是要入储含嘉仓的。从 “开斗门决堰，
引水南入洛”一句可以看出: 斗门是可以自由开
关的，而洛水中所筑之堰是固定的。这与元 《河
南志》关于隋开漕渠的记载是吻合的。
大运河这一线性文化遗产与其他线性遗产有

着显著区别，大运河是由运河和自然河流共同组

成的一个水运网，而非单纯的一条线。因此，要
想保护好运河遗产，就要对与运河有关的水利工

程、航运设施、管理机构、沿线城镇和村落、自
然河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方面进行系统

的、深入的研究。本文所述，只是就个别问题略
陈己见。洛阳段大运河的考古和研究以及保护工
作均有待进一步深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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